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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汉崖墓铭文与崖墓结构功能研究
陈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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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s and locations of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cliff burial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Sichuan provided important c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liff burials. Because 
the inscriptions usually contained very few characters, the burial chamber structures and the locations of the 
cemeteries where these cliff burials were arranged we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ssages 
delivered by the inscriptions. Meanwhile,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cliff burials also implied the direction for 
reexamining the structures of the cliff burials and the forms of the cemeteries in which these cliff burials were 
located, and further revealing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se burials from the new understandings to the architectural 
forms of them. Cliff burials, as a kind of architectural form, played important role on maintaining the scale of the 
families and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generations of the families.

汉代，尤其是东汉，是墓葬文化盛行

的时期，社会各阶层都大量投入人力物力用

于建造仿照生前居室的墓葬。当时流行的墓

葬类型有崖墓和砖石室墓等。相对于普遍流

行于全国范围内的砖石室墓而言，集中分布

在四川盆地的崖墓显得独具特色。这种墓

葬水平开凿入山岩，在山石中凿刻出仿照生

人居室的空间。早期研究者曾认为崖墓主

要为当地少数民族使用，但越来越多的新发

现表明，崖墓这种墓葬形式体现了汉代时期

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共同价值观[1]。在墓室的

布局、墓室功能的设置以及丧葬中涉及的从

墓室的建造、葬礼的举行到之后的祭祀等重

要环节方面，崖墓和当时其他的墓葬形式有

很多共通之处。本文通过整理与四川崖墓相

关的铭文资料，并结合崖墓墓室结构与墓地

形式来探讨崖墓这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

式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维系家族规

模、确保家族世代延续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汉墓以及祠堂、石阙等墓地相关设施中

留下的铭文资料不算十分丰富，目前的研究

较为集中在铭文资料相对丰富的山东、江苏

北部的石室墓以及石结构的地面丧葬建筑。

邢义田[2]、包华石（Martin Powers）[3]、李安

敦（Anthony Barbieri-Low）[4]等学者利用石

室墓及祠堂中的铭文推断出当时丧葬产业在

当地的发展情况。根据铭文中经常提到的工

匠姓名和籍贯、墓室造价等信息，他们勾勒

出当时几个活跃于当地的造墓作坊以及著名

石匠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董慕达（Miranda 

Brown）则主要通过传世文献中记录的汉代

石碑刻铭研究当时围绕葬礼与悼唁形成的社

交网络[5]。

四川东汉时期崖墓中留下的铭文相对较

作者：陈轩，北京市，100009，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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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现散见于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区域性的

崖墓调查研究资料中。对这些铭文较为全面

的整理见于《四川历代碑刻》一书中[6]。尽

管资料有限，但通过结合崖墓墓室结构与墓

地形式来解读这些与崖墓相关的铭文，也使

我们得以初步了解东汉时期围绕崖墓展开的

一系列丧葬活动。

一、世代承传的造墓工程

关于四川地区崖墓，文献中的最早记

载见于宋代洪适《隶释》一书中的《张宾

公妻穿中二柱文》：“维兮本造此穿者张

宾公妻、子韦伯、伯妻孙陵在此右方曲内

中。维兮张伟伯子长仲以建初二年六月十二

日与少子叔元俱下世，长子元益，为之穿中

造内，棲柱造崖棺，葬父及弟叔元”[7]。这

是四川彭山地区一座崖墓刻于墓室内两根石

柱上的铭文，记载了一个家族中祖孙四代人

在不同时期对崖墓进行修建和扩建的过程。

张宾公的妻子是墓主人中的第一代，她葬于

崖墓的主要墓室，即文中的“穿”。第二代

人，张宾公的儿子张伟伯及其妻子葬在墓中

的右侧室，即“曲内”中。第三代人，张伟

伯的儿子张长仲葬于新建墓室中的栖柱崖

棺中。第四代人为张长仲的两个儿子。少

子张叔元葬于新建墓室中

的栖柱崖棺。长子张元益

则为张长仲与张叔元建造

了新墓室及其中的栖柱崖

棺[8]。尽管这座崖墓现今

已难觅其踪，我们还是可

以从《隶释》中关于找到

上述铭文经过的补记中看

出它的大致结构，“眉州

李治中云：武阳城东彭亡

山之巅，耕夫 地有声，

寻罅入焉。石窟如屋大，

中立两崖，崖柱左右各分

两室，左右有破瓦棺入泥

中，左右三崖棺泥秽充仞。执烛视之，得

题识三所：一在门旁为土所蚀，仅存其上

十许字，穿中沙石不坚，数日间，观者揩

摩，悉皆漫灭；其二在两柱前，稍高，故可

拓”[9]。根据补记可以推测出张宾公妻墓中

的崖柱、崖棺以及由崖柱分隔出的侧室应该

是类似四川三台洞子排M1崖墓后室的格局

（图一）。四川地区很多东汉时期的崖墓都

有这种在山体崖壁上直接凿出的石棺且多仿

造木结构建筑的柱子，这种柱子也是在开凿

崖墓时直接在山岩上雕刻出来的。《隶释》

所载铭文应该是分两段刻在崖柱上，“维兮

本造此穿者张宾公妻、子韦伯、伯妻孙陵在

此右方曲内中”刻在右侧崖柱上，临近张宾

公妻子所在主室、张宾公儿子张伟伯及其妻

子所在的侧室。“维兮张伟伯子长仲以建初

二年六月十二日与少子叔元俱下世，长子元

益，为之穿中造内，棲柱造崖棺，葬父及弟

叔元”刻在左侧崖柱上，临近类似图一的棲

柱崖棺，其中葬有张长仲和张叔元。

此崖墓铭文详述了墓室中不同位置所葬

的家庭成员，并记录了家族中不同世代对墓

室进行扩建的过程。同时，结合铭文中提到

的“穿”、“内”等指代崖墓墓室建筑结构

的名词和洪氏在《隶释》中关于这段铭文的

图一  四川三台洞子排M1后室右侧室的崖柱和崖棺（采自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等：《三台郪江崖墓》图版313，文物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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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可以初步了解当时人对崖墓各建筑结

构部分的命名[10]。此外，关于此崖墓铭文的

补记还显示，同一座墓中，铭文可能刻在不

同的建筑部位。补记中提到的这座崖墓其他

地方的铭文“悉皆漫灭”，这意味着在崖墓

结构完好、铭文可释读的情况下，崖墓铭文

所在的建筑部位以及铭文所记述的关于建筑

部位的内容可以共同构成解读崖墓的重要资

料。

《隶释》中记载的崖墓虽已不存，但现

存的很多大型崖墓中也可以看到墓室在不同

时期扩建的痕迹。乐山柿子湾M1和麻浩Ⅰ区

M1代表了当地在东汉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

大型崖墓结构（图二至图五）。两座墓都由

一个开阔的长方形前室与几座相互平行的、

由前室后壁打通的狭长墓室组成。开阔的长

方形前室的功能近似于同一时期流行于山东

和江苏北部的地上家族小祠堂。黄晓芬称这

样的前室为享堂[11]。根据麻浩Ⅰ区M1墓室内

壁留下的开凿痕迹以及墓内装饰风格，发掘

简报认为开凿于前室后壁上的一系列狭长墓

室依次修建于不同的时期。最南部墓室最早

被开凿，其次是中间墓室，北部墓室最晚。

每一墓室的修建都相差了几十年[12]（见图

五）。柿子湾M1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建造过

程。此墓中，尽管前室的后壁上只开凿有两

座相互平行的狭长墓室，但通过

前室后壁上线刻的通道轮廓，可

以看出当时的建造者有开凿第三

座后室的意图[13]。更确凿的证据

是，前室有三个入口，其中两个

分别对应于前室后壁开通的墓室

入口（见图二至图四）。根据麻

浩Ⅰ区M1的结构，可以推断柿子

湾M1的第三个入口是设计给后来

因某种原因最终未能完成的第三

座后室的。可知这种崖墓结构为

一个家族的几代人或从一个大家

族中分出的数个小家庭共同使用

灶
灶

计划开凿第三座墓室
而未能实施

图二  柿子湾M1平面图（采自Tang 
Changshou, Shiziwan Cliff Tomb No. 
1, Orientations , September 1997, p.73, 

fig.2）

图三  柿子湾M1入口（采自Tang Changshou, Shiziwan Cliff 
Tomb No. 1, Orientations , September 1997, p.73,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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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祠堂，每一个开凿于祠堂后壁的墓室为

家族中的一代人或从中分出的一个小家庭所

使用，一座崖墓被延续使用和扩建。

在秦汉时期的家庭结构与规模方面，

瞿同祖指出，秦到西汉时

期，家庭规模较小，通常

只有一对夫妇和他们的未

婚子女。儿子结婚之后一

般会带着一部分家产自立

门户。普通家庭通常只有

四到五口人。东汉时期，

大家庭开始出现，有一些

兄弟在结婚后仍不分家，

维持着扩展家庭的规模，

这种家庭包含了叔伯、子

侄等这样的旁系亲属[14]。

《隶释》中提到的崖墓就

为一个家族的四代人所共

享，并包含了叔伯、子侄

等这样的旁系亲属，四川

的大型崖墓，如柿子湾M1

和麻浩Ⅰ区M1可能也体

现了这种扩展家庭关系。

不过瞿同祖认为即使到了

东汉时期，包含三代人的

扩展家庭仍不多见，只在

《后汉书》中有两例记

载。而史籍对这种三代人

家庭的重点记录，也说明

了东汉时期这种现象较少

见。对照中国汉代以后各

朝代的史料，仅有三代人

的家族几乎不太可能被提

到[15]。这意味着，在东汉

时的四川地区，这种三代

人或更大规模的扩展家庭

可能只是通过墓葬形式反

映出来，也即是大家族成

员在世时可能已经分家，

成为相对独立的小家庭。但这些已经分家的

大家族成员死后却被葬在一座墓中，以墓葬

建筑形式为纽带重新形成具有共同祭祀关系

的大家族的一份子。也就是说崖墓的建筑形

图四  柿子湾M1享堂（采自Tang Changshou, Shiziwan Cliff Tomb No. 1, 
Orientations , September 1997, p.74, fi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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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麻浩Ⅰ区M1平面、剖视图（采自唐长寿：《四川乐山麻浩一
号崖墓》图一，《考古》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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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起到了维系家族规模和确保家族世代延续

的作用。

此外，汉代的家族成员是通过以宗族

关系为基础的血缘纽带连接在一起，家族成

员间存在等级差别。因此宗族又被划分成为

若干次级群体，每个次级群体就是一个服丧

单元。因为有五个服丧等级，所以又称“五

服”[16]。这表明汉代社会对丧葬活动的参与

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族成员间的亲疏。

在这样的社会中，墓葬建筑结构对于维系一

个家族的规模十分重要。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灶在柿子湾M1和

麻浩Ⅰ区M1中的设置。直接利用墓室内的崖

壁开凿石灶是四川地区崖墓的重要特点。这

种石灶通常仿造阳宅中厨房里的灶，由灶台

和灶眼构成（图六）。有些石灶上还摆放有

陶釜等炊具。柿子湾M1和麻浩Ⅰ区M1的每

间狭长墓室中都有石灶（见图二、图五）。

石灶有可能既象征生人宅第中的厨房，又是

以家庭为单位定期进行祭灶仪式的象征。

早期关于祭灶的制度见于《仪礼》。到了汉

代，祭灶仪式为“五祀”和“七祀”之一，

是在家庭内部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与祖先

祭祀关系密切。《四民月令》中有关于祭灶

作为五祀之一的详细记载[17]。

在这里，灶成为一个家庭作为相对独

立的单元的突出性标志。每开凿一间狭长墓

室，就新增加一处灶，于是就有一个新的家

庭从一个庞大家族中分离出来。罗伯特·查

尔德（Robert Chard）曾提出“灶本身就是一

个独立家庭单元的象征。‘分灶’是指将灶

中留下的灰烬进行划分的仪式，这种说法同

时隐喻一个大家庭分裂成数个小家庭”[18]。

尽管“分灶”这种说法出现于明清时期，查

尔德认为汉代已有的祭灶制度是清代关于灶

神信仰的基础。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四川

崖墓建筑中对于灶的重视源于灶所代表的家

庭概念，灶隐喻了家族的裂变与繁衍。

崖墓铭文进一步印证了崖墓墓室结构所

蕴含的关于家族繁衍的寓意。乐山新服寺一

座崖墓铭文记载：“建和三年正月廿日造此

冢， □行十丈□门三丈，川户一丈，人川

户右方，穴八丈，有茦枚。周代造此冢，后

子孙率来”[19]。铭文强调了第一代墓主人周

代在建造崖墓时对崖墓在家族中延续使用的

期望。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铭文还提供了建

造中关键结构的丈量数据，如“行十丈”、

“门三丈”、“川户一丈”、“穴八丈”

等。类似的丈量数据还见

于乐山肖坝崖墓铭文：

“延熹二年三月十日，佐

孟机为子男造此冢，端行

九章左右，有四穴□入八

尺当□由世中出”[20]。四

川崖墓中铭文十分少见，

即使在个别崖墓中发现铭

文，内容也经常仅仅记录

建造时间或加上墓主人姓

名。为什么这些崖墓中会

详细记录墓室中部分结构

的丈量数据呢？一种可能

的解释是，由于崖墓历经

数代持续使用和扩建，最
图六  三台紫荆湾M3厨房和石灶（采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三台郪江崖墓》图版111，文物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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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丈量数据可以为后人

的扩建提供参考。前述的

“张宾公”铭文详细记录

崖墓中不同墓室或棺室是

为谁而建造，可能也是相

似的目的，为的是使后人

在后续的扩建中贯彻开始

建墓时的设计理念和规

划。这种记录也可看作是

一个家族数代人之间对于

建墓理念和规划的交流。每代人在造墓或扩

建时都可以出于需要在墓中刻下文字。四川

青神大云坳M76中就发现了两条相隔42年的

铭文，第一条铭文“建初元年十月造”刻于

公元76年，第二条铭文“元初五年十一月廿

七日杨得采藏”刻于公元118年[21]。

紧邻川南的贵州习水桐半丘崖墓中有

“章武三年七月十日，姚立从曾意买大父

曾孝梁右一门，七十万，毕。知者廖诚、

杜六。葬姚胡（父）及母”的铭文[22]（图

七）。这条铭文位于桐半丘M2入口旁，也

就是说姚立所买的墓是M2。而根据铭文，

M2在曾意父亲的墓的右边，M3至M5中的一

座应该就是曾意父亲的墓。铭文提及了这座

墓的交易价格为70万，交易时还有见证人廖

诚和杜六，姚立父母被安葬于这座墓中。从

铭文推测，M1至M5应该均属于曾家家族墓

地。铭文中的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是东

汉灭亡之后的动荡时期。很可能在动乱年

代，出于经济压力，曾意不得不卖掉家族墓

地中的一座。

这个例子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座大型崖

墓或相邻的几座崖墓有时会包含有不同的姓

氏。如乐山麻浩Ⅱ区M99中有7条墓主人姓

名的铭文刻在不同的墓室中，分别为“王凤

冢”、“王景冢”、“王□冢”、“王景信父冢”、

“王遂妣冢”、“邓景达冢”和“武阳赵国

羊”[23]。麻浩Ⅱ区M99、Ⅰ区M1和乐山柿子

湾M1相仿，是由一座祠堂式前室和四座开凿

于前室后壁、相互平行的狭长墓室组成的大

型崖墓，每一座后室又进一步划分成一系列

小墓室，其中一些在岩壁上开凿有石灶和崖

棺（图八）。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开始王

氏家族是当地的豪族，其财力允许其建成大

型、带家族祠堂的崖墓；但之后王氏家族没

落，其家族成员不得不将家族崖墓中的一些

墓室卖给其他人家以补贴家用，如崖墓铭文

灶

灶

灶

图八  麻浩ⅡM99平面示意图（采自唐长寿：
《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第34页图6，电子科技

大学出版社，1993年）

M3 M4M2M1 M5

图七  习水桐半丘崖墓分布示意图（采自黄泗亭：《贵州习水县发现的
蜀汉崖墓和摩崖题记及岩画》图一，《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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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邓家和赵家[24]。

二、家族墓地、祭祀与家族
传统的延续

上述单座大型崖墓是一个家庭香火延

续、世代繁衍的见证，而家族墓地则展现了

一个群体如何通过围绕丧葬所展开的活动来

划分其势力范围。四川地区的崖墓大多成排

分布在临河的山坡之上，一个墓地中崖墓的

数量从几十到数百座不等。墓地均事先进行

过规划，墓葬排列整齐，相互之间有适当的

间距。这样井然有序的墓地可以看作是“有

序的景观（Ordered Landscape）”，象征着

对空间的制度化管理[25]。“地节二年□月, 巴

州民杨买量买山, 直钱千百作业冢。 子孙永

保, 其母替”[26]。此铭文证实了当时有人购买

山坡用作家族墓地。

山东微山一座东汉早期石椁墓中发现有

一系列描绘送葬场景的石刻画像（图九），

左边画框表现的是送葬队伍伴随着运送棺木

的马车前往墓地。右边画框表现的是墓地场

景，画面上方是并排三个高大坟丘，坟丘前

是刚挖好的墓穴。墓穴周围坐七人，其中墓

穴右边两人对坐，中间放置一酒樽，墓穴下

方坐五人，身前放有壶和樽。画面左边的三

个冠服人物应是死者家人。画面上虽没有出

现运送棺木的马车，但他们身后应是左边画

框中的送葬队列[27]。这一墓地场景显示，墓穴

的完工也是葬礼中的大事，画面中的酒樽和

壶可能用于墓穴完工时的祭祀。这是目前汉

代画像石中仅见的两幅把在墓地进行殡葬活

动描绘得如此细腻的画面。这两幅石刻为研

究墓地在葬礼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28]。

到达墓地以不同程度参与到葬礼活动中的成

员包括死者及其亲属、悼唁的宾客，甚至是

造墓的工匠。巫鸿曾提出“一座汉代墓地是

社会的一个交叉点”[29]。这里不仅是一个家族

进行祖先崇拜的中心，也是家族以外的社会

关系汇聚的焦点。尽管石刻中描绘的墓葬形

式与崖墓不同，但可以推想崖墓作为一个举

行葬礼及祭祀的重要地点在各种仪式中所扮

演的类似角色。

这些葬礼及祭祀活动可能不仅仅限于墓

地，还有可能进入到墓室中。郑岩曾对墓室

中壁画的观者是否包括进入墓室进行祭拜的

人群做过讨论。“诸观者皆解履乃得入。诸

欲观者皆当解履乃得入观此”[30]。基于这条

铭文，他认为在东汉时期，墓室已不是一个

纯粹属于死者的私人空间，在墓室建成之后，

墓室是会对一些人开放，供其参观的[31]。

秦汉时期，解履是在入屋拜访主人时的

礼貌行为。《礼记》“侍坐于长者，履不上

于堂”[32]题记中的“解履”二字还将墓室与

现世生活的室宅建立起了对等的关系，表达

了对墓主人的尊敬，也暗示了墓室是可以对

公众开放以供参观的。

“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王叔蹈造，子

孙当开，他人不得”[33]。这则铭文说明崖墓

在葬礼之后也是后人进行墓内祭祀，只是允

许进入墓室的仅限于墓主人的子孙。“惟自旧

忯，段本东州。

祖考徕西，乃迁

于慈。因处广

汉，造墓定基。

魂灵不宁，于

斯革之。永建

三年八月，段

仲孟造此万岁

之宅，刻勒石
图九  微山沟南村出土第三石中、右画框画像（采自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

究》第218页图115-2，文物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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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以示子孙”[34]。这段铭文也说明了崖墓

是祭祀的场所。这座崖墓的墓门由两扇石门

构成，铭文位于其中一扇石门朝向墓里的一

面，石门靠上部分有“石门关”铭文。“以

示子孙”刻在墓内，表明后世子孙能够进入

到墓中并看到祖先的教诲。铭文中“刻勒石

门”强调了这段文字位于墓中石门之上，当

后人在墓中的祭祀仪式结束、离开墓室即将

关闭墓门时会看到这段文字并牢记祖先教

诲。阅读石门上的铭文和关闭石门的动作都

是祭祖的重要环节。而整段文字暗示了段氏

家族由东州迁到四川广汉的种种坎坷，似在

告诫后代要好好继承家业不枉先人的努力。

整段铭文的语气与风格和四川中江塔梁子M3

崖墓铭文非常相似，后者铭文为：“先祖南

阳尉，□□土乡长里汉太鸿芦文君子宾，子

宾子中黄门侍郎文君真坐与诏，外亲内亲相

检厉见怨。□□诸上颁颠诸□□□□□□，

绝肌则骨当□。□父即鸿芦，拥十万众，平

羌有功，赦死西徙，处此州郡县乡卒”[35]。

这段文字记述了墓主人先祖曾担任太鸿芦这

一显赫官职，并带兵十万成功平定了羌人的

叛乱，之后经历波折不得已西迁至四川中江

的经历。其中的“太鸿芦”即大鸿芦，是东

汉的九卿之一，负责掌管归顺的外夷以及外

国宾客[36]。塔梁子M3的墓主人家族同样是迫

不得已迁徙到了四川，尽管崖墓铭文没有直

接点出，但造墓者希望后代要以家族祖先的

辉煌作为激励并自省。

三、结    语

四川东汉崖墓铭文的内容和所在位置，

为判断崖墓的修建过程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

线索。崖墓中目前发现的铭文数量较少，经

常只有寥寥数语，由此可推断，只有墓主人

认为十分关键的信息才会通过文字形式在墓

中传达。在目前掌握的崖墓铭文数量有限的

情况下，结合崖墓的墓室结构和崖墓所在的

墓地形式去理解铭文，对于充分利用铭文所

传达的信息至关重要。反过来，崖墓铭文也

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崖墓的墓室结构及所在的

墓地形式，为我们从崖墓建筑形式中进一步

发掘有关墓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指引了方

向。基于结合崖墓结构对崖墓铭文的解读，

与根据崖墓铭文引导对崖墓结构的审视，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建造崖墓是一项世代传承的工

程，大家族中的子孙世代不断地对一座墓进

行开凿和扩建，这个世代努力的过程增强了

大家族的凝聚力。这种不断扩建的墓葬结构

也寓意了不断延续的家族。

其次，家族墓地的设置体现了拥有墓地

的大家族的势力。家族墓地中的墓室排列为

事先规划，这样可以通过墓葬的形式体现出

管理有序的家族内部组织。

第三，四川东汉崖墓的墓地和墓室内

部都是举行祭祖仪式的场所，这种世代延续

的祭祀活动不断提醒后人祖先创立家业的不

易，希望后人继承并光大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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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

掘报告》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

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发行。本书为大16开

精装本，有正文281页，文后有彩色图版56

版，定价310元。

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在历史上属于

秦汉以来成都大城的范围，是历代王府、宫

苑、官署及其他高等级建筑的集中分布区。

2012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

行了考古发掘。文化遗存中遗迹有灰坑、灰

沟、城墙、房屋基址、道路、排水沟、井，

遗物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建筑材料

等，所属时代有汉代、六朝、唐宋及明代等

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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